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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理论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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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符号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是文化内涵的

重要载体和形式。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和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标志和魂魄。对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研究，要遵循文化符号学的研究理念和范式，即明确学科

定位，把握研究趋势，聚焦于文化符号模型构建。五元文化符号模型是研究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基本

范式，从符事-符史-符指-符形-符义，能够从表层到深层、从形式到意义全面概括文化符号。文化符号学学

科理论的阐析和研究范式的建构，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从务虚到务实、从顶层到基础，从宏观到

具体，更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全社会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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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符号和文化符号学

文化（culture）是指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所创造

的那些方面，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所谓“一

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

即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1]。简而言之，所谓文化，

就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即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如木质建筑（属于物质

文化）、木质建筑的施工方法和过程（属于制度文

化）、木质建筑所体现出的建筑者的思维和感情（属

于精神文化）等。从层次上看，物质文化处于表层，

非物质文化则处于深层，二者之间的关系大都可以

表现为表层文化是形式、深层文化是内容。形式要

体现内容，内容则由形式表现，这在物质文化中理

所当然。不过，在非物质文化中，由于形式是零，通

常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感知的结果来代

替。如京剧这一非物质文化的外在形式就是由听

觉听到的唱腔、唱词、曲调和视觉看到的人物、扮

相、行动等来充当。

符号（symbol）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

象的标志物，它可以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

示意义的全部现象 [2]。在这些现象中，某种可以感

觉的东西就是对象及其意义的体现者，即符号本

身。一方面，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是精神外化的呈

现；另一方面，它具有能被感知的客观形式。如大

红灯笼，其火红的颜色、椭圆的外形象征着阖家欢

乐、事业兴旺、红红火火。很显然，符号具有二重属

性，即外在形式和内在意义，是现象和精神的聚合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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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符号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

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形式和内容的综合体，都是为

人类社会所用；不同之处在于文化是由人类所创造

的，符号可由人类创造亦可由自然衍生。此外，文

化的形式可以是有形、物质的，也可以是无形、非物

质的；符号也可以分为物质感知型和非物质感知

型，前者是具体实物，后者则是抽象非实物。因此，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类所创造的符号就可以视为

文化。以白杨为例，野生的白杨被人们赋予坚韧挺

拔、不畏严寒酷暑的斗争精神，这是符号而非文化；人

工种植的白杨具备同样品质，其是符号也是文化。

文化符号（cultural symbols），是指具有某种特

殊内涵或者特殊意义的标识，其具有很强的抽象

性，内涵丰富。文化符号这一概念是从符号角度做

出的分类，即人类所创制的符号。依据前述可知，

但凡文化基本都可算作文化符号，如文房四宝、蜡

染、杂剧等。但是，这是理想状态（ideal state）上的

文化符号，因为实际状态（actual state）的文化符号

必须具备特殊内容或含义。这种特殊性主要是针

对企业/行业、地域/地方/社区、民族/部族/社群、国

家/国家联盟等而言，它们几乎都是集合概念。文化

符号通过某一形式（实物或虚拟物），表示集合概念

的某一方面的特别含义，而这一含义得到集体的认

同。以服饰为例，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服

饰种类、式样纷繁复杂，但是真正能体现中华民族

审美认知的就是汉服，盖因其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

心，承载了华夏民族的纺织工艺和审美意识。

我国学者卢德平认为，文化符号学（cultural
semiotics）是把文化视为一种符号或象征体系的研

究。其定义主要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

茨（Clifford Geertz）的观点，后者的观点就是文化=符
号=人类的表征系统 [3]。俄罗斯符号学研究大家洛

特曼（Ю.М.Лотман）则认为，文化符号学不仅指文

化起着符号系统的功用，更重要的是其对待符号和

符号性的态度就构成了对文化基本类型的界说之

一 [4]。该氏定义的内涵主要是文化功能和文化态

度，本质就是研究作为基本文化事实的、作为文化

和社会生活实质的信息和结构相互交流和再加工

的一门学科。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是

交际学，而非人类学。文化符号的意义是被人类约

定俗成的，因此以人类学为基础无可非议。至于洛

特曼从交际学视角所下的定义，非本文研究范畴，

故不做争论。克利福德·吉尔茨的定义只是所谓理

想状态下的文化符号学，并不符合文化符号的实

际。基于文化学理论，本文认为文化符号学的定义

应为：研究文化符号的产生、发展、变化影响及其形

式、内容等的一门学科。

二、文化符号学研究概览

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奠基人是德国哲学家卡希

尔（Cassirer），其核心理念就是人运用符号创造文

化，人的哲学-符号形式的哲学-文化哲学共同构成

一个哲学。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学者怀特

（White）提出文化系统论，即人类文化是由三个亚系

统即技术系统、社会学系统、意识形态系统构成，其

中技术系统是能够从根本上表征文化或人类存在

的一种最有价值的生存方式 [5]。由此，进而在美国

形成文化符号学的文化系统论支派。20世纪五六

十年代，受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结构

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的影响，法国学

者列维（Levi）和罗兰（Roland）创建了文化结构主义

学派，主张对人类文化的研究不能只注重其外表，

还要深入到其表象的深处去探索人类创造文化的

过程[6]。

20世纪 70年代洛特曼提出文化符号学概念之

后，学术界对其研究基本沿着两条线发展：一是研

究文化本身，即用人类学视角解读文化现象；二是

研究文化建构，即用交际学视角审视文化形成。前

者的开创者是克利福德·吉尔茨，研究对象是原始

部族和不发达社会或社区。紧随吉尔茨的是英国

文化研究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学

者，他们将研究对象转向了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现

象。后者的研究代表非莫斯科-塔尔图文化符号学

学派莫属，其中尤以尤里·洛特曼为标杆。洛特曼

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的建构模型，即文化内容

（信息）与结构的互为作用和二次加工。特别是从

交际学角度出发，探索文本的运行机理和功能。由

于洛特曼的研究思想影响巨大，这一研究路径成为

当今文化符号学研究的主流。

我国多数学者也是沿袭洛特曼的研究思路，其

理论中的符号圈、二阶模式化、文化文本、集团记忆

等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文化现象的形成研究和文化

文本、历史文本、艺术文本的分析阐释。但是在现

有研究中，往往忽视了对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的理

论基础——交际符号学的理解与应用。同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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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文本传统概念的认知，也忽略了洛特曼对文本

的诠释：文本不是一种语文现象，而是一种产生意

义的复杂的互动活动——符号活动。

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早在2009年就指出，建立

文化符号学需要采用三种方式：沿着符号学发展的

总脉络总结已有成果，作为今后研究的基础；审视

符号学发展现状，特别是与其他现代批判学派以及

与中国传统符号理论的结合；总结符号学在人文社

科各个领域的应用[7]。回顾我国文化符号学的21世
纪研究史，实践应用型研究不在少数，但是综合总

结类研究明显偏少，缺少对学科学理和研究范式的

深入研究，比如符号学或交际学理论在文化研究中

的应用、文化符号学的研究路径、社会学或人类学与

符号学共同视域下的文化研究、文化符号的构建和

演变、文化符号建构和传播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等。

三、文化符号形成模型

前述文化分为由外到内、由浅到深的三个层

次，尽管物质形式可能为零形式，但是它仍然构成

文化的立体结构。人类文化的演进过程可以概括

为文化起源—文化积累—文化创新，即人类根据自

己的需要创造文化；在保存文化的基础上再创造文

化并使之累加；在文化累积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

上，创造新的文化 [8]。以汉字为例，由于交流的需

要，古人在结绳记事和图画的基础上创造了甲骨

文，之后又演变出钟鼎文、大篆、小篆；经过积累，在

秦汉期间创立了隶书。在形体变化中，汉字的书写

规则逐步建立，其体现的人文精神也得以彰显。由

此可见，文化层次或者结构并不等同于文化形成过

程或模型。

一般而言，文化符号可以作为文化的下位概

念，但是文化符号学是符号学研究视角下的产物，

亦称作符号学的文化视角，因此现有的文化符号形

成研究多以符号学或交际学为理论底蕴。根据洛

特曼的观点，人类创造符号是为了传达、记忆和创

造意义，文化则是人类借助符号来传达、记忆和创

造意义的高级活动，因此文化的形成机制就是以符

号的形成机制为基础的。这种机制就是：保存符号

和文本—循环并转换符号和文本—产生新的符号

和文本。换言之，其形成过程首先要决定文化的记

忆、文化与传统的联系并保持着文化的自我鉴别过

程等；其次决定文化内在的或者文化间的交流、翻

译等；再次是保障文化机制的创新，并与各种创造

活动相联系 [9]。对照可以看出，洛特曼的文化符号

形成学说与上述文化形成过程大同小异。

但是就文化符号本身而言，存在形式、内容、产

生的根源、发展的过程、传播的结果等因素，倘若用

洛特曼的理论解读则过于抽象、含蓄、务虚、思维

化。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相关论文中，绝大多数都

是对文化现象或艺术文本进行解读，仅有 2篇是对

文化符号进行分析的。如魏子钦认为，茶符号作为

符号的一种，是携带着茶文化而被接收的感知；茶

符号是茶文化的典型体现，是茶文化的焦点[10]。

在洛特曼的交际符号学思想的影响下，借鉴现

代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Peirce）的三元符号模型

［符号或符号的再现（符形）-对象（符指）-解释（符

义）的三角关系］，我国学者吴春琼、王秉安提出了

文化符号的五元符号模型（下左图）[11]：

与皮尔斯的三元符号模型（上右图）相比，五元

文化符号模型增加了符事（符号关联的故事）、符史

（符号历史形态的演变历史），而此二元实际上相当

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文化起源、文化积累。吴、王

二人实际采用的是折中原则，取皮尔斯的三元符号

模型和洛特曼理论中的保存符号和文本，后者相当

于符史。此外，他们还引入了相当于符事的文化起

源。在国内对洛特曼、皮尔斯理论的众多研究中，

吴、王二人的研究成果完整地构建出一个描写文化

符号产生—传递—再现—解释的符号组成模型，令

人耳目一新，颇具可取之处。

但是五元文化符号模型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

现在：（1）混淆了洛特曼和皮尔斯有关符号的定义

范畴。洛特曼认为，符号与文化之间紧密相连，符

号是文化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构成物[12]。符号构成文

化，符号是文化的基本组成，隶属于文化。皮尔斯

认为，符号或者表现体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

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13]。符号是事

物的代表，是个人的感受。前者是文化的内在基

础，是人类创造的；后者是个人的自我体验，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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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创造的。（2）文化符号创新的丢失。文化唯

有不断创新，才会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注入源头活

水，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14]。文

化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文化符号也会随着社会

的发展注入新的内涵。随着文化符号的演变，其指

代的物、图形和意义必然会发生改变，但是这种变

化在此没有体现。（3）文化形成和符号交际的黏合

机理不甚明确。文化形成过程主要源于社会历史

发展，其不同于基于传播学理论的文化传播。符号

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被创造出来的

交际工具与认知工具，是功能性实体；同时因人类

交际不能凭空进行，须借助一定的载体，故符号起

到载体作用，发挥交际和认知功能[15]。说话人使用

符号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说话人—信息编码—传递

信息—听话人接受信息—信息解码—反馈信息。

而皮尔斯的三元关系理论只是符号现象的三个方

面对应三个级别：符指决定符形，符形决定符义。

由此可见，吴、王二人将文化符号的形成过程概括

为五元模型，至少在相关理论的联结上尚有遗憾。

有鉴于此，可以对五元文化符号模型做出一些

限定：（1）符号特指具有特殊意义的标记，并非普通

的代替物和个人感受。（2）在模型外增加创新元素，

其针对五个元素都可能发生关系。（3）五元文化符

号模型主要阐述的是文化符号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不是交际过程和符号内部关系。（4）五元文化符号

模型是借鉴三元关系结构和文化发展过程的外形，

并没有借用其内涵。（5）五元文化符号模型的适应

对象是有历史渊源的、明确所指的文化符号，不是

概括性的文化现象。

四、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和解构范式

中华民族是指生活在中国疆域内具有民族认

同的各民族共同体，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

多元的，但中华民族是一体的[16]。作为一体的中华

民族，在对待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标识时，有着相

同的经验体会和认知情感。这些标识就可称为中

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如茶、鼓、丝绸、刺绣、彩陶、

木雕、民宅、舞蹈、饺子、馒头等。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史中形成了

众多的文化符号，挖掘和整理这些各民族共享的文

化符号，对于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基础性

的作用。这是因为：其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

忆，使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根脉，能够形成民

族向心力；是凝聚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纽带，能够

唤起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17]。

在厘清与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相关概念和

学理的基础上确定其研究范式，是引导学术争鸣、

增强研究话语权的关键。以下主要以五元文化符

号模型为体例来展示研究规范：

1.符事

对符事的研究是探明文化符号的起源。这些

起源一般都为各种形态的文献（书报记录、文件资

料、实物遗迹、口碑采风等）所记载，因此要运用文

献法、对勘法、语言历史学研究法、历史语音学研究

法、词义演变法等进行搜集和整理。以酒的起源为

例，可以从《说文解字》《珊瑚钩诗话》等文献中找到

记录。宋代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写道：中古之

时，未知曲蘖，杜康肇造，爰作酒醴，可为酒后，秫酒

名也。在研究中由于相关文献比较多，内容可能大

相径庭，因此正本清源是非常必要的。以笔为例，

其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这从仰韶文化遗址中陶器的

彩绘图案就可得知，这是正统起源，至于蒙恬造笔

的传说、来自羌人的语言证明等都是假说。

2.符史

对符史的研究即梳理文化符号的演变过程，即

从发展到定型的经历。文化符号的演变资料除保

存在文献中以外，还有很多需要靠归纳、总结。因

此，各种学科的综合或者边缘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显

得尤为重要。当然，前述研究方法也必不可少。以

舞蹈为例，其原型应当是劳动者动作的单纯再现，

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器上就有原始集体舞的绘

图。《吕氏春秋》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

足以歌八阙”，并且甲骨文中“舞”字就是一个人抓

着牛尾跳动。夏商时期，出现了用于巫术施法的巫

舞。“巫”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与“舞”字一样，读音

相同，这表明巫舞实际就是舞，而舞蹈也可能部分

源自巫术。周朝将古代的舞蹈进行总结和加工，形

成“六代之乐”——《云门》（黄帝）、《大成》（尧）、《大

韶》（舜）、《大夏》（禹）、《大澧》（成汤）、《大武》（周

武王），舞蹈正式形成。

3.符指

对符指的研究即明确文化符号所指的对象。

文化符号所表示的事物，其命名主要依据外形、功

能以及起源、演变等。因此，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

多为语言学中的理据法、造词法以及文化语言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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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透射法、关照法等。以中式方桌（八仙桌）为例，

汉代以前，人们为了休息和随手放置物品设计出桌

形器具几。“几”为象形字，其描绘的物体就是两张

侧板上加上一张横板。《说文解字》载“古人坐而凭

几”。唐代随着胡椅的传入，原有的几增加高度和

柱腿，目的是将腿放在几下。在唐代敦煌壁画中就

有此类器具。至于命名为“桌”，主要基于同音和象

形原则。“桌”与“卓”同音，“卓”意为高而直立，因此

“卓”的音和义被借来代表上述器具。为表明该器

具的形状特点，在“卓”字的下部增加了撇和捺，代

表柱腿。相传八仙中的曹国舅曾从农家的四方桌

上带走八样菜肴，人们为了讨吉利就将方桌改叫八

仙桌，即八仙坐过的桌子。

4.符形

对符形的研究即描绘文化符号的形式。文化

符号的形式通常需要借助人类的五官去感知，用语

言去描述。因此，需要使用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

学艺术中的白描法、临摹法、对比法、感知法、构拟

法等。对于抽象的文化符号的形式描述，还需要采

用综合法和概括法，摄取其精髓，反映其特点。以

武术为例：武术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捕捉猎物和抵

御野兽侵袭的身体动作，以及部落之间的军事斗

争，大约到三皇五帝时期基本形成，并诞生了最早

的武术家蚩尤。武术分为传统军械武术和传统徒

手武术，前者主要是武举项目，与现代奥运会更为

接近。传统徒手武术五花八门、派别林立，因此形

状很难描绘。对此，可以从古代武侠小说中找到相

关描述，如宋代刘斧的《王实传》中就有孙立与张本

打斗情节的描述。太极拳作为武术的代表之一，其

基本形式可以依据下图进行形象性描写。

5.符义

对符义的研究即描述符号所蕴含的特殊意

义。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一般需要经历长期的积

累和凝练，同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语境，因此在提

炼意义时，应当符合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

观。为此，可以使用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不

同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如综合法、评价法、理

解法、比较分析法、社会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历

史研究法等。以石狮为例，其为传统建筑中经常使

用的装饰物。狮子形象大概在汉朝就已出现，并作

为吉祥物立于大门两侧。直到唐代，石狮都是佛教

中庄严吉祥的神灵之物，用以震慑信众，令其产生

敬畏心理。唐宋之后，石狮被视作守卫大门的神

兽，象征着吉祥如意、平安幸福。明清时期，银号门

前也立石狮，象征着招财进宝。当下石狮象征的主

要是神圣庄严的权力、祥瑞辟邪的神物、源源不断

的财富，这表达了中华民族祈盼和平和美好生活的

心声。

五、展望

共有文化符号对中华民族而言，是共有价值观

的体现和共有精神家园的维系，是民族共同体形成

的文化纽带和内在基因，更是巩固共同体意识的文

化基础和内驱力。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是中华

民族文化共同性和融合性的展现，因此科学、客观

地对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进行研究，有助于树立

中华民族的良好形象，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更有助于解决各民族之间出

现的内部矛盾。而基于不同地域的中华民族共有

文化符号研究，不仅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更是有益

补充。我们深信，运用文化符号学理论和研究范

式对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进行研究，将为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学科的发展夯实基础，为其研究拓宽

视野。同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有文化

符号研究，也会有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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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ory and Deconstruction
Ma Xiaoling

Abstract: The cultural symbol is an abstract embodiment of the unique culture of an enterprise，a region，a
nation or a country，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form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common cultural symbol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spiritual bond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symbol and soul
of standing in the forest of the world nations. The research on the common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follow the research idea and paradigm of cultural semiotics，that is，to define the subject position，
grasp the research trend an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ymbol model. The five-element cultural
symbol model is a basic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the common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Chinese nation，from the
surface to the deep，from the form to the meaning，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cultural symbols.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emio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will help the study of Chinese
volksgemeinschaft consciousness to move from retreat to pragmatism，from top to foundation，from macro to
concrete，it is also conducive to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volksgemeinschaft education in the
whole society.

Key words：Cultural Symbols；Theory；D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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